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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的商业模式调整备受关注，但效果推理对企业商业模式调整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楚。

文章结合效果推理和组织合法性理论，构建组织合法性调节下效果推理对商业模式调整影响的理论模型，

并以347家数字化转型企业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结果表明：促进型效果推理和预防型效果推理对商业

模式调整均有倒U形作用；市场合法性正向调节提升型效果推理与商业模式调整的关系，却负向调节预

防型效果推理对商业模式调整的影响。文章在丰富效果推理、市场合法性与商业模式调整相关研究的同

时，对企业如何实施商业模式调整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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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rm’s business model adaptation (BMA)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owever, it’s not clear how effectuation influences firm’s BMA. Grounded in 
the theories of effectu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we 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effectuation on BMA,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Using the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347 firms for empirical test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promotion-focused 
effectuation and prevention-focused effectuation have inverted U-shaped effects on BMA. Market 
legitimacy strengthe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motion-focused effectuation and BMA, but 
weakens the effect of prevention-focused effectuation on BMA. The paper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market legitimacy, effectuation and BMA, and is significant for venture on how to deal with B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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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技术变革加速，企业所处的商业生态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促使

企业必须重新审视价值创造与获取机制，商业模式调整成为应对动态环境的战略选择[1]。商业模式调整

是企业主动变革和修正原有商业模式以适应外界变化的过程[2] [3]。尤其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数字技术重

塑了主流市场的价值创造模式，这无疑加剧了企业商业模式调整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4]。效果推理作为

一种应对不确定环境的启发式决策，强调企业利用现有资源进行机会开发与试错探索，帮助企业发现商

业模式变革的机会，并通过灵活学习及时调整业务模式、运营管理等关键环节[5] [6]。实践中，许多行业

领先企业利用效果推理实现了商业模式调整。以苹果公司为例，通过分析数字内容需求变化，敏锐洞察

到数字服务平台对增强用户粘性、创造新价值的巨大潜力。基于此，苹果推出 iTunes 商店，率先从硬件

销售模式转向服务订阅模式，并通过 App Store 等数字平台，推动公司完成从平台型向生态型商业模式的

跨越。为此，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探究效果推理对企业商业模式调整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梳理相关研究发现，以往研究多探索传统企业的效果推理原则与商业模式活动的关系，且研究结论

存在分歧。如有研究将联盟作为促使企业调整商业模式的知识资源[7]，也有学者强调过度依赖试验原则

探索商业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能导致商业活动效率低下[5]。究其原因，可能是传统企业所处市场环境趋

于稳定，而效果推理适用于高不确定性情境[8] [9]。虽然有研究从知识整合[6]、创业路径[10]等视角探索

效果推理对企业适应数字化的重要影响，并认同组织敏捷性及协同创新对商业模式调整的作用[11]，但仍

存在以下缺口：首先，现有研究表明效果推理作为应对不确定环境的认知决策，与企业改变管理认知进

行商业模式调整的逻辑一致[12]，而较少文献将数字化转型作为独立理论情境，探讨效果推理对企业商业

模式调整的作用机制。与传统创新情境相比，数字化转型视角更关注技术架构的动态适配与模块化资源

编排，其不确定性会加剧组织认知惯性，企业容易陷入是否调整以及如何调整商业模式的困境[9]。因此，

探究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效果推理如何影响商业模式调整至关重要。其次，虽然有学者探究企业智能化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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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效果推理或创新柔性[6] [13]，并验证效果推理对商业模式的线性作用[14]，但多数学者将效果推理视

为整体构念或研究效果推理不同原则的同向作用[15]，忽视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不同效果推理原则可能

会对企业商业模式调整产生差异化影响。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环境，管理

者将感知到的外部环境解释为“机会”或“威胁”关系到商业模式调整决策[16]，因此有必要从管理者的

关注焦点角度，进一步明晰不同效果推理原则对商业模式调整的影响机理。最后，基于组织合法性视角，

企业的商业模式调整面临制度合法性挑战[9]。尤其是数字技术催生的新型商业模式可能超出市场参与方

认知范围，缺乏市场关键资源支持，加剧市场相关方认同对企业商业模式调整的约束[17]。因此，有必要

探讨市场合法性对效果推理与商业模式调整关系的权变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整合效果推理和组织合法性理论，考察不同关注焦点下效果推理对商业模式调整

的影响机制，并检验市场合法性在效果推理与商业模式调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效果推理 

效果推理源于创业领域，是一种手段导向的启发式决策，区别于传统目标导向的因果推理[18]。
Sarasvathy [5]最先引出效果推理，即企业决策者需要考虑“我是谁”“我知道什么”和“我认识谁”，在

了解组织可利用的现有资源和可承受的最大损失后，选择目标战略伙伴进行管理实践、探索试错并灵活

运用突发事件等。效果推理通常包含试验、柔性、预先承诺和可承受损失四个原则[19]，但多数学者将效

果推理视为整体构念或研究效果推理不同原则的同向作用[20]。然而，有研究发现效果推理不同原则反映

出不同的认知过程和行为，在同一标准下可能出现相反影响[21]。Palmie 等[15]利用调节焦点理论来分析

管理者效果决策动机和战略倾向，并认为提升焦点和预防焦点反映了不同的战略决策，二者在管理者试

图满足的动机、追求目标和标准及结果方面都有所不同[22]。为此，本文借鉴 Palmie 等[15]研究将效果推

理的四个原则划分为提升型和预防型两类，以此揭示效果推理原则间的差异性。其中，提升型效果推理

包含试验原则和柔性原则，该类管理者关注提升焦点并渴望成功，对新想法、新观点等持开放态度[22]；
预防型效果推理包含预先承诺原则和可承受损失原则，该类管理者注重预防焦点，倾向于安全需求和损

失警戒，极力避免损失和错误[23]。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技术应用催生智能互联产品和用户个性化需

求，加剧企业技术研发、产品设计、盈利模式及交易方式等的不确定性[6]。效果推理作为一种应对环境

不确定性的认知决策受到关注，管理者将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外部环境解释为“机遇”或“威胁”直接影

响商业模式调整决策[16]。一方面，提升型效果推理的管理者倾向于利用数字技术主动探索新机遇，通过

低成本试验快速识别可行方案，整合战略活动，应对数字化转型不确定性，其决策具有动态调整和跨界

实验的特征[22]。另一方面，预防型效果推理则表现为依托数字工具规避转型风险，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形

成战略联盟，打破组织惯性，助力数字化转型，其决策强调风险隔离与路径依赖[23]。两类策略分别映射

出管理者对数字化不确定性的机会创造导向与风险控制导向，因此区分提升型和预防型效果推理是必要

的。 

2.2. 商业模式调整 

商业模式是企业与外界主体进行互动而形成的、以创造和获取价值为主的基础架构[24]，而商业模式

调整是企业在现有商业模式的基础上，根据外部环境(如市场需求、技术变化、竞争态势)或内部资源的变

化，对商业模式进行优化或修正以保持现有业务的竞争力[2] [3]。现有学者主要从理性定位、演化学习和

管理认知三个视角来研究商业模式的动态演化过程。其中，理性定位视角强调企业通过理性分析外部环

境来设计最优商业模式，演化学习视角认为企业依赖以往组织惯例和经验来被动变革商业模式以适应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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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变化，但这两种视角均未关注管理者的主观能动性[3]。基于管理认知视角，商业模式反映了管理者关

于顾客想要什么、如何满足其需求并从中盈利的认知假设[8]，该视角强调管理者的主观能动性，即企业

主动调整商业模式以适应外界环境变化[2]。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颠覆了传统价值创

造逻辑，模糊了行业边界并加剧竞争范式复杂性，管理者难以仅依赖历史经验或静态分析做出决策[4]。
同时，用户需求的数据化呈现、资源整合的模块化特征以及盈利模式的网络效应，导致商业模式构成要

素间的动态耦合性加强，这要求管理者必须突破线性思维，通过持续认知重构来解构技术嵌入后的新价

值主张与利益分配机制[2]。因此，强调管理认知的能动性，本质上是应对数字化情境不确定性的必然选

择。梳理文献发现，以往学者主要关注初创企业通过调整组织结构来找到匹配环境的商业模式，忽略了

数字化转型企业通过主动调整商业模式以维持市场优势地位的重要性[1]。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多数企业

选择主动调整商业模式以应对数字技术催生的高市场竞争压力、低资源获取门槛和更加开放的组织环境

[4]。因此，探讨效果推理如何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对于深入理解企业在动态环境中的战略调整具有重

要意义。 

2.3. 市场合法性 

组织合法性是制度理论的核心概念，可表征企业行为被外部相关方认同的程度。现有学者主要基于

战略视角和制度视角研究组织合法性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其中战略视角下组织合法性被视为企业捕获其

他资源的工具性资源[25]，制度视角下企业需要遵循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来同构外部环境以获取组织合

法性[26]。Suchman [27]综合以上两种视角，认为组织合法性是一种看法或假设，即在既有社会体系建构

的规范、价值、信念和定义中，组织的行动是合乎需要的、适当性和合意性的。有学者针对合法性不同

定义将其维度划分概括为“二维论”(内部和外部合法性)和“三维论”(规制、规范和认知合法性；实用、

道德和认知合法性) [28]，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技术的应用使顾客身份从价值需求者转变为价值共

创者，促使企业更加注重市场导向和用户需求认同，市场合法性有利于企业更敏捷地洞察顾客需求变化

并及时响应[7]。梳理相关研究发现，过往研究主要从行业增长[14]、竞争强度[18]等市场层面探索效果推

理和商业模式关系的边界条件，忽视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的商业活动还受到现有制度框架的约束，

数字技术催生的新型商业模式可能超出市场参与方已有认知范围而缺乏市场关键资源支持[17]。为此，考

虑到数字化转型背景特征，本研究参考 Guo 等[29]从制度逻辑角度认为，市场合法性反映了企业行为与

市场现行规则和规范的一致性，强调企业商业活动被市场参与方认可和接受的程度。数字经济时代，数

字平台形式、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制度建构对社会利益相关方的认知造成很大冲击，市场合法性对数字

化转型企业持续获取合法资源和外部支持至关重要[7]。 

2.4. 效果推理与商业模式调整 

2.4.1. 提升型效果推理与商业模式调整 
提升型效果推理鼓励企业借助手段导向或设置最佳目标来提升竞争优势[23]。管理者以开放、包容心

态拥抱新机会并评估潜在风险与收益，柔性整合手边资源并从突发事件中吸纳价值创造的新逻辑，进而

修正和优化企业商业模式。一方面，企业利用既有手段和资源挖掘潜在数字化追赶机会时，可能放弃理

想化的创新试验成果，呈现出成功导向的提升焦点[22]。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

等技术能够提高试验原则的资源集成能力，而企业依赖试验原则有助于降低试错学习成本，加速企业产

品和服务的数字化重组或连接[30]，进而推动组织快速调整原有商业模式。另一方面，管理者将意外事件

视为创新机遇和潜在商机的来源，反映出积极的提升焦点[22]。数字技术的自生长性、可供性等特征增加

了不确定性，而企业柔性感知外部环境有助于其快速重构数字资源，提高定位客户需求的精准性，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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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产品或服务的数字化诉求[13]。 
然而，过度依赖提升型效果推理可能阻碍企业商业模式调整。一方面，直播平台和社交媒体等数字

化平台促使企业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开展商业活动，而试验原则倾向于根据现有资源并非具体目标调整

商业战略、方案等[5]。试验程度较高时组织无法及时尝试最佳产品和商业模式来满足目标客户需求，导

致商业流程调整无法匹配数字化情境下的运营管理、服务模式等变革[17]。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具有编程

再生能力和数据同质化等特征，能够加速柔性原则对非系统性资源的获取[8]。而企业过于依赖高水平柔

性原则时，可能造成新颖资源的吸收能力过载、阻碍原有优势领域知识的耦合和交互，导致企业无法维

系现有价值创造模式，甚至在商业模式修正和调适中脱轨[4]。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a：提升型效果推理与商业模式调整之间呈倒 U 形关系。 

2.4.2. 预防型效果推理与商业模式调整 
预防型效果推理引导企业追求规避导向或最低目标来满足安全需求[23]，管理者以履行义务和避免

损失的保守状态预估可承受损失范围，深化与利益相关方的协作承诺[15]，确保价值创造和获取模式的稳

步调整。一方面，企业会自主联结主动承诺的利益相关方，以降低其对组织运营活动和战略目标的干预，

体现避免损失的预防焦点[22]。遵循预先承诺原则的数字化转型企业通过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伙伴

协同互动，有助于加速数字资源重构，奠定组织构建新价值创造和获取机制的资源基础，从而提高其对

调整后商业模式的接受程度[31]。另一方面，遵守可承受损失原则的企业倾向按照最低风险标准调整商业

模式，呈现安全导向的预防焦点[22]。大数据分析降低组织实施可承受损失原则的资源评估及行为控制风

险，并且数字技术使得企业更容易调配资源、平衡资源，有助于提高交易流程、内容或方式的改进效率

[25]。因此，企业开展可承受损失原则借助数字技术提高风险评估效率，有利于精准获取目标客户需求、

优化交易流程等，降低商业模式调适风险[4]。 
然而，过度依赖预防型效果推理可能阻碍企业商业模式调整。一方面，企业过度寻求外部承诺会产

生惰性且抵触自主创新，与合作伙伴对共同目标、业务流程和行动方案等承诺的创新逻辑存在“根本性

冲突”[15]。高水平预先承诺原则会加剧企业的资源内耗，增大企业合作协调成本，降低组织向数字化业

务过渡的积极性[8]，进而难以优化商业模式。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颠覆性和无边界性使组织遭受更多

创新挑战，企业修正或改变初始商业模式的基础架构时面临不确定性[3]。因此，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过度

依赖可承受损失原则的企业通常采取渐进式投资策略，以降低商业模式调整的潜在损失[32]，从而可能错

失数字化机会窗口或转型升级的先发优势。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b：预防型效果推理与商业模式调整之间呈倒 U 形关系。 

2.5. 市场合法性在效果推理与商业模式调整间的调节作用 

市场合法性的调节作用 
获得市场合法性的企业可发掘和利用更多市场机会，增强提升型效果推理对商业模式调整的影响。

一方面，市场合法性为提升型效果推理企业提供了更坚实的资源基础。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市场合法

性有助于企业更有效地整合数字资源，吸引外部合作方与资源投入，弥补部分企业因试验程度不足、数

字资源投入有限而收效甚微的缺陷[33]，使企业能够基于丰富的市场信息与用户反馈，精准识别潜在创新

机会与用户个性化需求[34]，进而加速组织产品转型升级，缩短商业模式调整周期。另一方面，市场合法

性营造了更宽松的试错环境。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字化平台促使企业嵌入更加开放

的市场环境[4]，企业通过获取市场相关方认同来增强市场敏感性，能够灵活调度各方资源[33]。在此过程

中，企业得以通过灵活试错的方式，不断探索并优化商业模式，摆脱组织既有商业模式的惯性束缚[35]，
实现商业模式调整的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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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提升型效果推理程度超过一定范围，市场合法性会加剧提升型效果推理对商业模式调整

的负向影响。一方面，合法性压力将使企业陷入路径依赖困境。数字技术加速企业与市场主体建立商业

关联获取多样化资源[8]，但现有的产业结构和技术范式可能限制组织灵活融合数字技术与商业运营流程

[34]。遵循柔性原则的企业倾向选择同质化的技术或产品资源以缓解现有规范压力，忽略数字经济时代的

技术创新趋势和顾客需求变化[7]，从而陷入商业模式调整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市场合法性将增加企

业调整商业模式的潜在损失。市场合法性认可下，由于市场主体对既有商业模式的深度认同，将抑制企

业的数字创新战略认知和数字资源集成能力，甚至难以试验新兴数字技术、创新产品和商业模式，进而

阻碍对传统价值创造和获取方式的重新评估[17]，提高企业调整商业模式的潜在风险。基于此，本研究提

出如下假设： 
H2a：市场合法性对提升型效果推理与商业模式调整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不同于提升型效果推理，市场合法性不利于预防型效果推理对商业模式调整的影响。一方面，市场

合法性削弱了企业的威胁感知能力。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需跨界集成多样化资源以识别用户个性化

需求。当追求市场合法性认同时，低水平的预先承诺关系使得企业倾向于获取同质性冗余资源，而合作

组织会因零数字化红利脱离价值共创联盟，导致企业对数字化环境中用户需求异质性、技术代际更迭等

隐性风险形成认知盲区[36]，进而可能错失数字化机会窗口，加大企业向数字化商业模式调整的难度[29]。
另一方面，市场合法性触发预防型推理企业的路径依赖效应。市场合法性要求企业引导顾客需求、灵活

调度不同领域资源并进行试错创新[37]。然而，预防型效果推理强调安全需求和避免损失，这种导向与市

场合法性对创新和资源调度的要求相冲突，可能减缓数字化商业模式的快速调整，限制企业的灵活应对

能力[6]。 
然而，随着预防型效果推理超过一定程度，市场合法性则缓解预防型效果推理对商业模式调整的负

向影响。一方面，市场合法性有助于降低预防性推理企业的认知锁定风险。当企业深度嵌入市场合法性

体系时，其与外部主体形成的制度性信任能够转化为战略资源，使企业能够更精准地捕捉顾客个性化需

求或竞争者动态，降低预防型效果推理在商业模式调整中的机会成本[38]，有助于缓解企业在融合数字技

术与现有业务过程中面临的高不确定性[11]。另一方面，市场合法性通过外部规范和实践对企业形成约

束，促使其采取符合市场期望的行为，避免机会主义或过度激进的策略，引导企业追求更长远的发展空

间[27]。市场合法性认可下，企业遵循可承受损失原则能够高效降低试错成本、规避过度冒险行为，并在

市场规范的约束下探索更稳健的创新路径[17]，进而实现调整后商业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本研究

提出如下假设： 
H2b：市场合法性对预防型效果推理与商业模式调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理论研究和假设推导，本文构建了如图 1 所示的理论模型。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样本数据。首先，课题组邀请 2 位数字化转型企业的总经理和运营总监及 2
位创新创业领域专家指导问卷设计，主要调整表述不清的条目和问卷结构。根据反馈，课题组对问卷内

容和措辞进行了修改和润色。随后，走访杭州大创小镇发放 30 份小样本进行预测试，验证量表的信效度

并形成最终问卷。调研集中在浙江、江苏、上海、广东和山东等沿海省份，因沿海地区经济较发达，企业

的数字化转型特征明显，且涌现出较多特色商业模式。调研数据收集时间约四个月，主要采用四种途径：

委托相关省市的数字经济联合会和物联网产业协会发放问卷 200 份；通过工商联提供的企业名单，调研

团队联系企业负责人并邮寄问卷 200 份；走访数字化产业园区和参加数字化专题研讨会发放问卷 2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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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Hypothetical model 
图 1. 假设模型 

 
借助专业调研公司发放问卷 200 份。课题组在调研前均向企业详述问卷目的，并要求中高层管理人员填

写问卷。课题组共发放问卷 800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347 份。为避免回答者偏差，本研究

还将参与调查的企业与未参与企业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企业特征变量无显著差异，表明调查结果具有

较高的普适性。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sample 
表 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企业特性 类别 数量 占比(%) 被调查者特性 类别 数量 占比(%) 

地区 

浙江 88 25.36 
性别 

男性 192 55.33 

江苏 80 23.05 女性 155 44.67 

上海 67 19.31 

年龄 

25 岁以下 196 56.48 

广东 68 19.60 25~35 岁 114 32.85 

山东 44 12.68 35 岁以上 37 10.66 

企业规模 

300 人以下 103 29.68 

教育程度 

本科 145 41.79 

301~500 人 70 20.17 硕士 108 31.12 

501~1000 人 66 19.02 博士 63 18.16 

1000 人以上 108 31.12 专科及以下 31 8.93 

企业年龄 

3 年以下 88 25.36 

本行业任职年限 

0~2 年 110 31.70 

3~5 年 112 32.28 3~5 年 122 35.16 

6 年以上 147 42.36 6 年以上 115 33.14 

行业类型 
高新技术行业 183 52.74 

职位级别 
中层管理者 65 18.73 

非高新技术行业 145 44.38 高层管理者 282 81.27 

3.2. 变量测量 

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打分，1~7 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由低到高过渡，4 表示中立

态度。 
1) 解释变量：参考 Chandler 等[19]研究，用七个题项测量提升型效果推理(POE)，其中采用“组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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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实验方法尝试不同的产品和商业模式”等三个题项测量试验(EX)，采用“组织会尽量灵活使用新出现

的机会”等四个题项测量柔性(FL)。用五个题项测量预防型效果推理(PRE)，其中采用“为了减少不确定

性的影响，组织与顾客、供应商及其他组织建立大量合作关系”等两个题项测量预先承诺(PR)，采用“组

织会谨慎进行资源承诺以确保其在可承受范围内”等三个题项测量可承受损失(AL)。 
2) 调节变量：参考 Guo 等[29]研究，采用“我们的做法获得了顾客的认可”等四个题项测量市场合

法性(ML)。 
3) 被解释变量：参考 Saebi 等[2]研究，采用“引入新的产品或服务类型”等七个题项测量商业模式

调整(BMA)。 
4) 控制变量：参考以前学者的研究[9] [38]，管理者任职期限(MTO)用管理者任期平均数来衡量；管

理者层级(MP)用哑变量表示，0 表示中层管理者，1 表示高层管理者。企业规模(S)用员工人数取自然对数

来测量；企业年龄(A)用成立时间来表示；所属行业(I)考虑高新技术行业是否存在影响，哑变量 1 表示高

新技术行业，0 表示非高新技术行业。 

3.3. 信度与效度检验 

从表 2 可知，关键变量的 Cronbach’s α 系数均大于 0.70，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探索性

因子分析(EFA)结果发现，各因子载荷均接近或大于 0.7，各变量的 AVE 和 CR 值均处于可接受范围。并

且，提取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并利用最大方差法旋转，根据旋转后的成分矩阵，提取出的成分也为 7 个

因子，说明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Table 2.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variables 
表 2. 变量的信度及效度 

变量 因子载荷 解释变异量(%) Cronbach’s α AVE CR 

提升型效果推理(POE)  58.387 0.880 0.644 0.926 

试验(EX) 

0.844  0.828 0.621 0.830 

0.812     

0.784     

柔性(FL) 

0.819  0.881 0.661 0.886 

0.808     

0.772     

0.907     

预防型效果推理(PRE)  60.311 0.834 0.704 0.922 

预先承诺(PR) 
0.900  0.849 0.738 0.849 

0.887     

可承受损失(AL) 

0.844  0.858 0.681 0.863 

0.877     

0.869     

市场合法性(ML) 
0.811 70.928 0.863 0.614 0.864 

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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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0.834     

0.832     

商业模式调整(BMA) 

0.725 66.235 0.912 0.610 0.916 

0.826     

0.749     

0.790     

0.866     

0.827     

0.898     

3.4. 同源方法偏差 

本研究通过以下途径检验同源方法偏差问题：使用 Harman 单因子测试方法，结果发现最大因子方差

解释率为 24.389%，并未出现单个主导因子存在的情况。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来测试模型。从表 3
可知，六因子的模型拟合效果均优于其他五组模型，表明变量间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在六因子模型基

础上加入共同因子，拟合指数无明显增加，这意味着有无共同因子对本文模型的影响不大。 
 
Table 3.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表 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X2/df GFI AGFI NFI IFI CFI RMSEA 

六因子模型 + SMV 1.285 0.943 0.917 0.947 0.988 0.988 0.029 

六因子模型 1.422 0.929 0.909 0.935 0.980 0.979 0.035 

五因子模型 2.383 0.876 0.845 0.888 0.932 0.931 0.063 

四因子模型 3.256 0.843 0.806 0.844 0.886 0.886 0.081 

三因子模型 5.844 0.726 0.667 0.716 0.753 0.751 0.118 

双因子模型 9.058 0.609 0.529 0.556 0.585 0.582 0.153 

单因子模型 12.534 0.508 0.409 0.383 0.403 0.400 0.183 

注：单因子模型：EX + FL + PR + AL + ML + BMA；双因子模型：EX + FL + PR + AL + ML、BMA；三因子模型：EX 
+ FL + PR + AL、ML、BMA；四因子模型：EX + FL、PR + AL、ML、BMA；五因子模型：EX + FL、PR、AL、ML、
BMA；六因子模型：EX、FL、PR、AL、ML、BMA。 

4. 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如表 4 所示，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 0.6，随后借助回归分析来检验假设。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表 4.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 S -         

2 A 0.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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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MP 0.002 −0.035 -       

4 MTO 0.259** 0.345** −0.030 -      

5 I 0.144** 0.056 0.034 0.045 -     

6 POE −0.074 −0.012 0.048 0.055 0.044 (0.803)    

7 PRE 0.061 0.023 0.016 0.036 0.076 0.138** (0.839)   

8 ML 0.044 0.000 −0.061 0.030 0.078 0.029 0.213** (0.784)  

9 BMA 0.192** 0.025 −0.016 0.172** 0.086 0.175** 0.391** 0.208** (0.781) 

均值 6.339 4.406 0.813 3.574 0.527 4.453 4.976 4.870 4.801 

标准差 0.989 2.253 0.391 1.685 0.500 1.413 1.458 1.558 1.538 

注：***p < 0.001；**p < 0.01；*p < 0.05 (双尾检验)；对角线为 AVE 的平方根。 

4.2. 假设检验 

如表 5 所示，方差膨胀因子(VIF)的值均低于 10，这表明本文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模型 2 为

加入自变量一次项后的回归结果，模型 3 为同时加入一次项和二次项的回归结果。对比模型 2 和 3，模

型的拟合效果显著提升(∆R2 = 0.062, p < 0.001)，说明二次项模型的拟合优度显著优于线性模型，支持进

行后续检验。从模型 3 可知，提升型效果推理对商业模式调整的一次项系数为正(β = 0.124, p < 0.05)，平

方项系数为负(β = −0.185, p < 0.001)；预防型效果推理对商业模式调整的一次项系数为正(β = 0.262, p < 
0.001)，平方项系数为负(β = −0.275, p < 0.001)。然而，回归方程二次项系数显著并不是确保曲线关系存

在的充分条件，本文借鉴 Lind 和 Mehlum [39]倒 U 形关系的三步检验程序，验证了自变量取最小值和最

大值时的曲线斜率是否分别为正和负、以及曲线拐点是否在自变量取值范围内。借助 Stata 软件的 u-test
命令检验发现：提升型效果推理取最小值和最大值的斜率分别为 1.041 和−0.539，曲线拐点值为 4.955 在

[1, 7]的取值范围，95%的置信区间为[4.69, 6.19]；同理，预防型效果推理取最小值和最大值时的斜率分别

为 1.709 和−0.501，曲线拐点值为 5.730 在[1.4, 7]的取值范围内，95%的置信区间为[5.40, 6.34]。综上所

述，假设 1a 和假设 1b 得到验证。从模型 4 可知，市场合法性与提升型效果推理的一次项交互系数为正

(β = 0.126, p < 0.01)，平方项交互系数为负(β = −0.119, p < 0.01)。同理，市场合法性与预防型效果推理一

次项交互系数为负(β = −0.168, p < 0.01)，平方项交互系数为正(β = 0.189, p < 0.001)。假设 2a 和假设 2b 得

到验证。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表 5.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商业模式调整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Max VIF 

S 0.152** (2.761) 0.152** (2.646) 0.152** (3.185) 0.111* (2.534) 1.134 

A −0.050 (−0.897) −0.043 (−0.609) −0.068 (−1.404) −0.039 (−0.873) 1.206 

MP −0.015 (−0. 291) −0.016 (−0.325) −0.016 (−0.355) −0.039 (−0.940) 1.036 

MTO 0.146* (2.545) 0.149** (2.516) 0.149** (2.997) 0.155** (3.389) 1.244 

I 0.061 (1.148) 0.036 (0.718) 0.040 (0.863) 0.051 (1.215) 1.069 

POE  0.153*** (2.902) 0.124** (2.696) 0.157*** (3.688) 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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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RE  0.265*** (6.368) 0.262*** (5.394) 0.220*** (4.754) 1.258 

POE2   −0.185*** (−4.056) −0.160*** (−3.778) 1.068 

PRE2   −0.275*** (−5.709) −0.223*** (−4.889) 1.232 

ML    0.088* (2.033) 1.183 

ML*POE    0.126** (2.989) 1.067 

ML*PRE    −0.168** (−3.425) 1.424 

ML*POE2    −0.119** (−2.798) 1.059 

ML*PRE2    0.189*** (3.835) 1.596 

R2 0.058 0.248 0.310 0.432  

F 4.233** 14.919*** 16.859*** 18.015***  

∆R2 0.058*** 0.190*** 0.062*** 0.121***  

注：***p < 0.001；**p < 0.01；*p < 0.05 (双尾检验)；括号中为 T 值，下同。 

4.3. 稳健性检验 

如表 6 所示，为增强结论的可靠性，参考 Yu 等[38]研究，本文考虑不同层级管理者对效果推理和商

业模式调整的理解不同，且排除中层管理者提供的样本数据再次回归检验。检验结果与前文基准模型结

果保持一致，佐证了本文核心结论。 
 

Table 6. Sample selection method (N = 282) 
表 6. 筛选样本法(N = 282) 

变量 
商业模式调整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S 0.149** (2.817) 0.103* (2.116) 0.083 (1.841) 

A −0.043 (−0.799) −0.008 (−0.162) 0.025 (0.546) 

MTO 0.161** (2.932) 0.160** (3.162) 0.153** (3.278) 

I 0.018 (0.352) 0.023 (0.480) 0.068 (1.538) 

POE 0.140** (2.681) 0.169** (3.503) 0.148** (3.297) 

PRE 0.255*** (4.635) 0.220*** (4.229) 0.193*** (3.997) 

POE2 −0.157** (−3.055) −0.137** (−2.870) −0.122** (−2.751) 

PRE2 −0.253*** (−4.663) −0.216*** (−4.249) −0.240*** (−5.050) 

ML  0.104* (2.170) 0.081 (1.764) 

ML*POE  0.103* (2.173) 0.096* (2.169) 

ML*PRE  −0.157** (−2.869) −0.179*** (−3.531) 

ML*POE2  −0.127** (−2.662) −0.143** (−3.241) 

ML*PRE2  0.206*** (3.788) 0.198*** (3.660) 

R2 0.300 0.424 0.517 

F 14.599*** 15.206*** 16.637*** 

∆R2 0.238 0.125 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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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效果推理和组织合法性理论，构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效果推理、市场合法性与商业模式

调整的关系模型，得到如下结论：第一，提升型效果推理和预防型效果推理对商业模式调整均有倒 U 形

影响。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效果推理对商业模式调整呈现出非线性影响，过于大胆试验或追求创新，可

能使企业面临技术不成熟、市场接受度低等风险，增加商业模式调整的成本和难度；反之，过于关注风

险规避，可能错过数字化发展机遇。第二，市场合法性在效果推理与商业模式调整间发挥差异化的调节

作用。具体而言，市场合法性强化提升型效果推理和商业模式调整的倒 U 形关系，但弱化预防型效果推

理对商业模式调整的非线性影响。 

5.2. 研究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有以下三点：首先，将效果推理与商业模式调整研究拓展至数字化情境。不同于

传统企业研究强调知识整合的线性决策与创业路径依赖[6] [10]，本研究揭示了数字化转型情境下技术嵌

入性重构价值主张与模块化资源编排的动态过程，延伸了效果推理与商业模式调整关系的研究情境。并

且，以往学者们对商业模式调整的研究更多关注互联网创业[3]、新兴行业[7]、服务行业[12]等情景，探

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如何主动调整商业模式有助于丰富和拓展组织数字赋能商业模式的相关理论内

容[40]。其次，基于效果推理理论揭示不同类型的效果推理对商业模式调整的影响机制。既有研究探讨了

效果推理整体构念对商业模式创新[14]、商业模式设计[18]的影响机制，但缺乏从管理者的关注焦点(提升

或预防)角度来考察企业不同效果推理原则的差异性[15]。本研究既呼应了 Arend 等[21]“区分效果推理不

同原则的作用差异”的观点，又拓展了不确定环境下效果推理与商业模式调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最后，

结合组织合法性视角，探究了效果推理对商业模式调整的影响边界，既拓展了以往学者从行业增长、竞

争强度等方面对商业模式权变因素的研究，又证实了市场相关方提供的资源和机会对数字化转型企业调

整商业模式的重要影响[7]，深化了市场合法性对效果推理和商业模式调整关系的边界效应。 

5.3. 管理启示 

本文的管理启示有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应平衡利用效果推理原则优化商

业模式。一是，管理者应利用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技术，降低试验成本、提高试验效率，洞察数字经济

下的个性化需求。同时，企业需注重组织柔性感知外部环境，灵活配置资源，调整结构以适应技术、产

品及工艺流程等变化，逐步建立新的价值创造和获取模式，维持市场竞争优势。二是，企业需与消费者

共创价值，与产业链伙伴及竞争对手建立创新生态系统，降低资源获取成本、优化服务增值效率。然而，

过度关注机会的效果决策可能导致缺乏严谨的商业计划，增加成本并偏离战略目标；过度保守则可能降

低对新机会的感知，陷入商业模式调整的困境。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企业应该重视市场合法性的获取。

数字化转型情景下企业需要注重市场导向和顾客需求导向，按照用户、供应商等市场利益相关者的个性

化需求开展数字业务，方便组织开展实验探索活动、柔性对待外部突发事件。基于此，企业应该整合市

场利益相关者带来的市场资源，借助严谨的商业计划、建立战略联盟来发挥资源协同作用，从而提高组

织调整后商业战略的可接受度和可持续发展。 

5.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首先，将商业模式调整视为静态变量，但数字化转型情景下企业通常需要调

整多次商业模式，未来可将其视为连续过程，采用纵向案例或系统动力学仿真开展跟踪研究。其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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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将商业模式调整作为整体构念，并未考虑数字化转型企业不同程度商业模式调整的作用机理，未来可

探讨效果推理对渐进式和变革式商业模式调整的影响机制。最后，本研究样本企业未细分行业，未来可

聚焦特定行业(如生物医药、新能源、人形机器人等)，探讨效果推理与商业模式调整战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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